
第八條：成為職工會會員的權利

國際勞工公約

8.1

下列向國際勞工組織提交的報告，已提供與本條有關的各項資料 (

(a)
就《(農業)結社權利公約》(第11號公約)提交有關一九九四年七月一日至一九九九年五月三十一日，以及一九九九年六月一日至二零零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期間的第22條報告；

(b)
就《組織權利和集體談判權利公約》(第98號公約)提交有關一九九七年一月一日至一九九九年五月三十一日，以及一九九九年六月一日至二零零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期間的第22條報告；

(c)
就《農村工人組織公約》(第141號公約)提交有關一九九七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期間的第22條報告；

(d)
就《(公共部門)勞資關係公約》(第151號公約)提交一九九六年一月一日至一九九九年五月三十一日，以及一九九九年六月一日至二零零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期間的第22條報告；

(e)
就《結社自由和保護組織權利公約》(第87號公約)提交一九九八年六月一日至二零零零年五月三十一日，以及二零零零年六月一日至二零零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期間的第22條報告。

《職工會條例》
8.2

情況並無改變，與首份報告第120至第126段所闡釋的相同。

職工會數目與會員人數
8.3

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止，香港工會的數目和公布的會員人數分列如下 ( 
	
經濟環節
	
	2001
工會數目
	公布的會員人數

	農業及漁業
	
	0
	0

	採礦及採石
	
	0
	0

	製造
	
	90
	66 559

	電力、氣體及水務
	
	4
	2 353

	建造
	
	27
	33 013

	批發及零售、出入口貿易、食肆及酒店
	
	45
	53 168

	運輸、倉務及通訊
	
	99
	102 360

	金融、保險、地產及商業服務
	
	23
	48 853

	公共、社會及個人服務
	
	322
	364 770

	總計
	
	610
	671 076

	受薪僱員及工人參加工會的比率
	22.10%



《僱傭條例》(第57章)有關職工會不受歧視的法律保障
8.4

情況並無改變，與首份報告第128至第130段所闡釋的相同。

罷工的權利

8.5

《基本法》第二十七條除訂明其他權利外，還保證香港居民享有罷工的權利
。《基本法》自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實施後，《僱傭條例》參照普通法的原則而訂明罷工構成違約並可遭即時解僱的條文，已不合時宜。因此，我們於二零零零年七月在《僱傭條例》(第57章)中新增了第9(2)條，清楚訂明僱主再也不能以僱員參加罷工作為合法理由，即時解僱有關僱員而不給予通知或代通知金。作出這項修訂後，部分關於僱員權益的條文因而變得多餘，所以廢除
。

《公安條例》(第245章)

8.6

委員會在審議結論第26段中指出，“香港特區的《公安條例》可以限制工會活動，例如爭取勞工權利的和平行動等，而這些活動卻是受到公約第八(一)(丙)條保障的”，並對此表示關注。在第37段，委員會建議“香港特區檢討《公安條例》，以修訂當中的條文，確保公約第八(一)(丙)條所載有關參與工會活動的自由能夠受到保障”。本地論者對這些關注亦有同感。

8.7

我們知悉委員會的關注，也尊重他們對《公安條例》(條例)的潛在影響所作的評估，但卻不同意有關看法。條例已提供足夠保障，以防止有人無理侵擾《基本法》第二十七條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保障的權利。條例條文適當地平衡了言論自由及和平集會的個人權利，以及整體社會利益。例如：警務處處長只可在認為有合理需要的情況下，以國家安全、公眾安全及秩序和保障其他人的權利及自由為理由，而對公眾集會及遊行附加條件或不准許有關活動舉行。活動籌辦者如不滿警方的決定，可向獨立的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委員會由一名退休法官擔任主席，成員並非公職人員。

8.8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期間，約有11 300多項公眾集會及遊行在香港舉行。只有18項活動是警方以公眾安全及秩序和保障其他人的權利及自由為理由而不准舉行的。在這18項活動中，有7項的籌辦者其後因更改了活動路線、地點或規模，所以活動最終獲准舉行。由此可見，顯然並無證據證明條例窒礙了合法工會的活動。

8.9

雖然我們很尊重委員會的建議，但基於上述理由，我們認為無須修訂條例以達致審議結論第37段的目的。

解釋性聲明

8.10

在二零零一年五月的審議結論第29段中，委員會建議“香港特區撤銷其就公約第六條所訂的保留條文，以及第八條的解釋性聲明(該聲明用以取代舊有的保留條文)”。我們會在下文第8.11段回應委員會就解釋性聲明所提出的建議。關於委員會就第六條的保留條文所提出的建議，我們已於上文第6.22至6.23段回應。

8.11

公約第八(一)(乙)條訂明職工會有權成立全國性的協會或聯合會，後者有權組織或參加國際職工會組織。有關聲明清楚說明我們把“全國性的協會或聯合會” 理解為香港特區內的協會或聯合會。同時，根據我們的理解，該條文並不含有職工會協會或聯合會有權組織或參加在香港特區以外成立的政治(而不是職工會)組織或機構的意思。這項聲明是必需的，以確保符合《基本法》第一百四十八條的規定，這條文反映出相對於中國內地而言，我們在憲制上的地位。基於上述理由，我們無意撤銷這項聲明。

鼓勵勞資雙方進行有效溝通、諮詢和自願協商

8.12

我們提交首份報告後，香港特區的勞工處便成立了“勞資協商促進組”(促進組)，以便在企業及行業的層面鼓勵勞資雙方進行自願及直接協商。為達致這些目標，促進組 —

(a)
為不同行業超過1 800名人力資源從業員成立了18個人力資源經理會，讓他們分享經驗，並藉此推廣良好的人事管理措施；

(b)
舉辦座談會、訓練課程、工作坊、展覽會及講座，以推廣有效的溝通及良好的人力資源措施；和

(c)
設立獎勵計劃，每年頒發獎項，以鼓勵有關從業員採用這些措施。

8.13

此外，促進組亦通過在行業中成立的三方小組，推廣僱主聯會及職工會直接對話。到目前為止，九個這類小組已經成立。除上述工作外，這些小組還 —

(a)
解決僱主及僱員都關注的問題；

(b)
為飲食、貨運及建造業編製僱傭合約範本；

(c)
為酒店及旅遊業編製僱傭問題指南；和

(d) 為印刷業僱員制定培訓機會守則。

8.14

雖然當局已採取上述措施，但論者仍然要求恢復執行《僱員代表權、諮詢權及集體談判權條例》。這條例已於一九九七年十月廢除，而原因亦已在首份報告第123(c)段述明。我們在二零零一年一月已就委員會“提出討論事項一覽表”
 第15題作出回應，進一步闡釋了我們對集體談判的立場。

8.15

一如在回應中所述，我們向來致力促進勞資雙方進行自願性質的集體談判，同時亦通過多種方法積極推動自願協商。這些方法見於我們對第15題的回應，以及上文第8.12和8.13段。不過，我們依然認為現行制度行之有效；香港每1 000名受薪僱員因勞資糾紛而損失的平均工作日數，屬於全世界最低水平，足可證明這點。法例確實可迫使勞資雙方進行集體談判，但並不保證雙方最終會達成協議。此外，我們認為強迫性的集體談判有以下缺點：   

(a) 可能會產生一個更加容易造成對立和更僵化的勞資關係制度。勞工市場的僵化會削弱香港對海外投資者的吸引力；長遠而言，更會減少就業機會，對僱員不利；以及
(b) 將會削弱市場力量對解決工資爭議所起的作用，令到勞工市場發展不正常，減慢經濟體系對市場變動的反應。
基於這些原因，我們並無計劃恢復執行《僱員代表權、諮詢權及集體談判權條例》。
�	在二零零零年，政府統計處採用了一套新方法計算統計數字，使到受薪僱員及工人的人數略為減少。因此，二零零零及二零零一年的參加工會比率，不能跟過往年份的比率作實際比較。


� 	《基本法》第二十七條規定： “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


� 	有關條文保障僱員在享有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方面的權利，以及為參與罷工行動而遭即時解僱的僱員提供有關就業保障的補救安排。





�	聯合國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委員會審議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就《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第一至第十五條所涵蓋權利而提交的首份報告時提出的討論事項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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